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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人民调解是乡村社会化解矛盾纠纷的基本方式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手

段。 虽然人民调解为法治社会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由于人民调解员队伍法

治素养整体相对不高, 乡村社会的人民调解难免存在错误适用法律、 不顾程序正

义等不规范现象, 这些现象可能导致法律目的落空, 引发人民调解的信任危机和

法律权威的消减。 在建设法治中国的时代背景下, 乡村社会的人民调解必须坚持

现代法治标准, 坚守法律底线, 依法适用习惯、 道德和情理规范, 探索建立对调

解员法治教育与管理考核常态化制度, 实现法治社会建设要求的依法有效化解社

会矛盾纠纷的制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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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自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 “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以来, 法治

社会建设日益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 中共十九大报告以及中共

二十大报告等文件多次要求加强法治社会建设, 中共十九大报告和中共二十大报告明确要

求 2035 年基本建成法治社会。 为顺利实现 2035 年基本建成法治社会的重大目标, 2020 年

中共中央专门印发 《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 (2020 - 2025 年)》, 全面部署法治社会建设。

由于人民调解肩负着解决基层社会矛盾的重大任务, 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必然是我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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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社会建设战略中的重要内容。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完善人民调解、 行政调

解、 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 国家 “十四五” 规划也号召充分发挥调解防范化解社会矛盾

的作用, 《法治中国建设规划 (2020 - 2025 年)》 《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 (2020 - 2025

年)》 进一步要求 “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正因为中央对人民调解工作

的高度重视, 人民调解这一被誉为 “东方之花” 的纠纷解决方式在新时代里焕发出勃勃

生机, 在化解群众纠纷、 促进基层社会稳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数据显示, “十三五” 期

间全国 69 万个人民调解组织累计排查矛盾 1800 余万件, 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4200 余万

件。① 仅在 2022 年, 人民调解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就达 667 万次, 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892. 3 万件。②

尽管人民调解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仍有学者冷静地指出, 人民调解普遍存在 “土政

策” “和稀泥” “不讲法” 的弊端, 担心这些问题最终会妨碍法治社会建设进程。③ 为深入

了解人民调解的基本情况, 发现人民调解工作存在的问题, 笔者分别在 G 省 G 市的几个

县区以及 H 省 X 县 N 镇进行了田野调查。 其中, 文章第一作者 2018 年曾带领多名研究生

深入 G 市多个县区的乡镇开展人民调解工作调研, 通过实地考察、 座谈交流、 个别访谈的

方式, 了解人民调解工作的运行情况和面临的困难。 调研过程中召开了近 20 场座谈会,

访谈了近百位人民调解员。 2020 到 2022 年间, 文章第二作者多次到中部地区的 H 省 X 县

N 镇开展人民调解工作调研。 N 镇是全国重点镇和市级信访工作 “四无” 乡镇。 为了便于

开展调研工作, 第二作者通过专业实习的途径, 到 N 镇司法所担任调解记录员, 亲身经历

多个案件的调解过程。 为深入了解当地人民调解情况, 第二作者还实地走访人民调解员和

人民群众, 访谈和观察村干部及调解员 50 余位, 回访当事人 20 余人次, 跟踪记录调解案

件、 搜集整理调解记录材料上百件。 为全面了解当地调解员以及群众对人民调解工作的认

识, 针对人民调解员和群众分别制作并发放两套不同问卷, 收回有效问卷共计 150 份。 其

中, 针对调解员法律素养的调查内容主要包括: 法律素养、 情理习惯的适用及当前工作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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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由于法治社会建设的全面推进和深入发展, 很多学者对人民调解的法治化、 现代化发展做出了

更深层的研究与建议。 比如于浩 (2020) 提出人民调解由于目的和方法上与法治的背离, 正面临日益边缘化的困

境, 克服现有困难的重点在于通过改造人民调解的现有机制, 加强法制化、 专业化和制度化建设, 使之与法院审

判实现功能互补。 黄艳好 (2020) 明确提出当前人民调解存在的自愿性保障不足与程序不规范现象, 因此要着重

健全人民调解的自愿性保障规则, 保证人民调解的利益中立和立场中立。 吴元元 (2021) 认为人民调解是我国政

法治理重大战略的有机构成之一, 专业知识、 特别是法律知识是人民调解制度实践的技术理性基础。 钱大军

(2022) 主张, 依托传统组织结构和权力网络的人民调解可能因为压制自愿、 扭曲合议而成为调解权威产生的障

碍。 人民调解应当从中立性、 程序公正性等特性上获得当事人信任的权威。 参见于浩: 《人民调解法制化: 可能

及限度》, 载 《法学论坛》 2020 年第 6 期; 黄艳好: 《人民调解的模式适用与程序规范化》, 载 《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3 期; 吴元元: 《人民调解员的制度角色考》, 载 《中国法学》 2021 年第 4 期; 钱大

军 《组织与权威: 人民调解的兴衰、 重振和未来发展逻辑》, 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22 年第 2 期。



难等; 针对群众对人民调解工作了解与认识的调查主要包括: 纠纷类型与化解途径、 对人

民调解的了解认识及其对调解员工作的评价。 2023 年 7 月笔者再赴 G 省 B 市开展实践调

研, 期间又对人民调解机制进行了考察, 召开多次群众、 调解员和村干部的专题座谈调研

会, 广泛搜集当前人民调解机制运行实证资料。

从访谈的结果和问卷的统计来看, 虽然 G 市与 H 省 X 县 N 镇相距甚远, 并且两位作

者调研时间也相隔几年, 但是当年 G 市调研时发现的问题, 在当前的 X 县 N 镇也同样存

在。 人民调解过程中存在的 “土政策” 和 “不讲法” 现象似乎是一个跨越时空的普遍性

问题, 在乡村社会可能不同程度存在。 这一现象表明, 司法行政机关大力推进的人民调解

规范化建设虽然取得了较大成就, 但是囿于法律素养以及思想认识上的差距, 人民调解工

作与党中央关于 “建设信仰法治、 公平正义、 保障权利、 守法诚信、 充满活力、 和谐有序

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 的基本要求还有一定差距。 正因如此, 深入挖掘人民调解存在的问

题, 探索人民调解规范化和法治化的发展道路, 理应成为法学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问题。

二、 乡村人民调解法律适用问题的表征与原因

人民调解制度对于化解矛盾纠纷和稳定社会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是基层社会治理不可

缺少的解纷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我国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成为 ‘诉讼大国’”。①

作为法治社会建设倡导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人民调解以其直面群众、 高效便捷的特征,

有效缓解了诉讼压力, 紧密契合了群众的需求, 为就地实质性化解纠纷发挥了基础作用。

调研发现, 虽然法治社会建设要求形成 “办事依法、 遇事找法、 解决问题用法、 化解矛盾

靠法” 的法治环境, 但是作为乡村社会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机制, 不依法调解的现象仍然

存在。 少数调解员仍然固守传统的 “搞定就是稳定、 摆平就是水平” 的观念, 为追求案结

事了的短期利益, 有意无意误读法律规范的内涵、 用习惯情理代替法律规范, 以及忽视程

序正义等。 这样的调解既不利于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 也不符合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

(一) 乡村人民调解法律适用问题的表现

1. 法律规则的错误解读与适用

国家法治建设的深入发展促使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的行为指引与评价作用, 全

社会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得到明显提高, 但是对法律规则内涵的错误阐释及错位适用仍是

人民调解法律适用的主要问题。 主要表现为错误理解法律规则的目的与内容等, 具体可以

分为无意与有意两种。 其中, 无意是由于欠缺法律知识或对法律规范理解错误所导致, 例

如人民调解员对物权、 人格权等概念的陌生, 常常造成调解中对法律规则的误读、 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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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则是调解员故意歪曲法律内涵, 进而迫使当事人达成合意。

在针对调解员如何阐释法律规定的调查显示, 40%的调解员认为法律的阐释和解读要

根据调解的具体情况而变化。 不可否认, 对法律的动态解读可能是现实需要的举措, 但也

往往造成对法律规则的误读、 误用。 例如将本属于日常纠纷的生活矛盾解释为违法活动,

从而以压制手段息事宁人。 N 镇 N 村村民潘某新修房屋时私自抬高路基, 导致史某家房屋

排水不畅, 于是史某对潘某进行了谩骂, 调解员认为史某涉嫌侮辱罪, 以此要求其对潘某

私自抬高路基的行为忍让。 尽管史某行为应当谴责, 但也需保护其依法享有的排水权, 在

调解员错误的解读下, 史某从受害者变成了加害人。 再如, 虽然出轨方因违背婚姻忠实义

务不仅应当受到道德谴责, 也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但是在 B 村一起婚外情的调解

中, 调解员依据 《人民调解法》 规定的 “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 默许丈夫将有婚外

情的妻子锁在家中限制其自由。 这种容忍私刑、 滥施凌辱的行为, 严重违反了法治建设的

原则和精神。

根据笔者调研, 上述案例并非偶发性的个案, 而是具有典型性的错误解读法律规范以

压制矛盾的情形。 调查显示, 目前人民调解所面向的矛盾主要是发生在村庄内部的生活性

纠纷和农业生产纠纷。 面对这些矛盾纠纷, 由于调解员知识结构的制约以及维稳思想带来

的消极影响, 法律解读能力明显较低, 仍然习惯于在矛盾化解中诉诸道德说教和身份压

制, 导致调解中法律错误解读的窘境频频发生。

除了对法律规范的错误解读, 在乡村人民调解中还存在错误适用法律规范的现象。 以

赡养纠纷的调解为例, 一些调解员认为只要拿钱就是尽了赡养义务, 子女也认为只要出钱

摆平就已经履行了赡养义务, 这无疑是对 《民法典》 规定的误读。 因为支付赡养费只是赡

养义务的一部分, 赡养义务包含了比赡养费更多的内容。 这样误读法律的现象并非个案,

笔者在另一起关于土地承包的纠纷调解中也验证了这一结论。 G 村村民李某在靠近村庄的

承包土地上建设养殖场, 影响到周围邻居的生活。 但是村里调解时却没有依法制止李某改

变耕地用途的违法行为, 而是认为根据 《土地承包法》 尊重承包方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原

则, 该土地李某已经承包, 所以村集体无权干涉。 调解员的这一解释促使李某的多位邻居

破坏了李某的养殖设施, 造成李某财产严重损失, 从而促使李某提起法律诉讼, 最后险些

酿成刑事犯罪和群体事件。 由此看来, 某些调解员虽然促使当事人暂时达成合意进而平息

纠纷, 但是这一行为对法律内涵本身的明确性、 严谨性造成了损害, 也造成了社会负面评

价和民众的错误理解。 综上所述, 如果调解员对法律规范随意、 错误解读或者不能准确适

用法律规范, 则会造成当事人利益受损, 最终使调解活动失去了正当性和合法性。

2. 对调解中程序正义的忽视

根据现代法治的精神, 程序是正义实现的保障和法律之骨。 在法律学者看来, 程序正

·352·法治社会建设视野下乡村人民调解的法律适用问题与应对



义正经历 “从程序工具主义走向程序本位主义” 的理论进步,① 符合基本道德性的程序设

计与遵守不仅是实现实体正义的基本要求, 也具有工具职能之外的独立价值。 从程序正义

的视角看, 要想以合法的方式解决纠纷必须利用及遵循一定的程序, 纠纷化解与秩序形成

正是程序正义实现的结果。 《人民调解法》 虽然没有强行性的程序设计, 但是从全国各地

相继出台的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条例, 尤其是规范调解记录的制度设计和平台建设等措施

中可以看出, 各地普遍要求人民调解必须尊重当事人意愿, 确保当事人能够自主、 平等表

达意愿、 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在此基础上人民调解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陈述, 深入开展矛

盾调查, 依法保障当事人意思自治和选择权利。 这就要求调解员不能随意压制当事人意愿

的表达或偏袒一方, 也不能强行继续、 拒绝或终止调解, 更不能忽视实地调查和当事人

申诉。

虽然问卷调查中 70%的调解员认为在人民调解中当事人的陈述和辩论有利于搞清楚

事实, 但是在笔者以调解记录员身份开展的调查中发现, 调解员随意变动法律规定的调解

程序等不规范现象并不少见, 调解由调解员协助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变成了调解员以

裁判者的威权压制当事人请求。 在 G 省 G 市 H 区一个城中村的调研座谈中, 该村一位长

期担任村干部的资深调解员向笔者表示, 自己的调解基本上依靠其在村里的威望, 法律运

用并不多, 陈述和辩论等程序也不是关键。 当笔者反问该调解员村民对这样的调解会否反

对时, 该调解员霸气地回答了两个字 “他敢?” 在 N 镇 G 村的一起纠纷调解中, 甲的院墙

被雨淋坍塌, 在旧房翻新的时候遭到邻居乙反对, 理由是边界有误。 调解员知晓甲的亲属

在镇上国土所上班, 因此在调解中多次拒绝乙发言, 在乙申请实地走访时也以各种理由搪

塞, 最终调解员准许甲在原址复盖院墙。 乙不想再耗费时间而签署了调解协议, 可是矛盾

仍然存在。 乙在数日后选择起诉, 甲乙双方的纠纷愈演愈烈, 当地群众也多次表达对调解

机制的质疑。 正是由于调解中对保障程序正义价值的忽视, 对当事人享有的程序性权利及

对 《人民调解法》 规定的调解程序的有意排斥, 才使得调解演变成为一场具有戏剧性的

隐忍或无奈妥协。

笔者在两地的调研发现, 类似于上述案例中调解员随意更改调解程序的情形并不罕

见。 一方面 《人民调解法》 并没有严格规定调解程序, 而是倡导及时就地解决。 当事人在

调解中所享有的平等表达权和开展辩论的必要则会被某些调解员理解为妨碍调解的进行及

合意达成。 另一方面人民调解比司法机关更像一座竞技场, 各种规则、 资源和话语均可以

被引用, 这也给调解程序的随意变动提供了机会。

此外, 当事人享有的程序权利可能会由于各种原因被调解员忽视甚至恶意侵犯, 以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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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服’ 当事人接受调解结果”,① 或将道德规劝演化为道德胁迫甚至武断干涉。 笔者调研

中发现, M 村村民马某与其子小马因分家发生纠纷, 调解员在马某家中并未主动了解情

况, 而是直接训斥了小马, 要求小马赔礼道歉, 并让小马签下保证书。 由于调解员法律素

养的欠缺及对程序价值的认识不足, 往往忽视实地调查的重要性, 在急于达成合意的目的

指引下压制当事人表达诉求, 短期看纠纷得到了平息, 但双方矛盾依然存在, 甚至还存在

因为压制而扩大的风险。

从另一个角度看, 由于调解文书具有法律约束力, 甚至还可能成为证据材料, 《人民

调解法》 要求人民调解员应当如实、 详细记录调解情况, 将调解文书立卷归档。 但笔者考

察中发现, 无论是 G 省 G 市, 还是 H 省 X 县多数人民调解案件并没有制作规范化的调解

案卷。 尽管司法局要求人民调解员按照固定步骤将调解过程记录下来, 对调解材料进行立

卷归档, 而且根据案件数量给予补助。 但是无论是在 G 省 G 市还是 H 省 X 县开展的访谈

中, 多数调解员表示, 自己实际调解的案件比制作案卷的案件数量多得多。 调研显示绝大

部分乡镇人民调解的记录在 300 字以内, 村庄内部的调解有些记录只是寥寥数字, 有的则

只记录了结果, 还有甚者只有口头协议。 原因主要有三点: 首先, 基层调解员往往是村干

部兼任, 可能没有多余时间制作规范化的调解案卷; 其次, 文化水平有限难以清晰表述,

尤其是对电脑打字等不熟练;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自己在调解过程中并没有严格依法

调解, 如果制作案卷可能自找麻烦。 换句话说, 调解在外观上以法律所要求的统一步骤被

制造, 实质上却往往存在违背调解程序要求的情形。 程序的目的本来在于规范管理调解活

动和调解材料, 但是在有些调解中, 程序被异化为裁剪事实的文书记录活动。

3. 以习惯规则、 道德和情理代替法律规则

我国民事立法开放包容的品格赋予了地方习惯等民间法资源发挥效用的可能性。 《民

法典》 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 对社会习惯进行立法考量既体现出 “以人为本的人民性、 与

时俱进的时代性”,② 也是符合我国民事立法惯例的举措。 实践中, 人民调解无法彻底回

避民间习惯、 道德和情理资源, 反而需要依托民间法及道德权威的力量。 然而根据笔者的

调研, 30%的调解员认为即便是法律规定也要结合当地的风俗和习惯, 现实中以习惯情理

为依据拒斥或代替法律规定的现象也并不罕见。 这种认识和调解策略虽然适应了人民调解

对 “地方性知识” 的借力, 但是不甄别习俗或夸大习俗进而替代法律显然也是对法治视

野下人民调解合法性的背离。

一方面, 习惯情理的不规范适用表现在有法律明确规定的前提下而拒斥法律, 夸大伦

理、 习俗价值的情形。 例如农村 “五保户” 有 “顶盆送终” 者继承财产的风俗习惯。 A

村 “五保户” 梁某一直由村集体给予生活帮扶, 且在乡镇政府统一清查活动中与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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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供养协议, 但梁某的侄子以其为梁某 “顶盆送终” 而要求继承梁某遗产。 人民调解员

认为尽管有供养协议的存在, 但是 “顶盆送终” 是地方风俗也应当尊重, 所以在调解程序

中支持梁某侄子, 质疑村集体依据法律提出的合理诉求。 应当看到, 如果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则可能增加冲突扩大的风险。 由于当前对于民间法的规范外延处于不

确定的状态, 在乡村社会仍然大量存在着类似于该案例所表现出的习惯与风俗, 尤其是发

生在家庭或宗族内部的赡养纠纷、 财产分割和乡村仪式等, 更能凸显伦理、 习俗的活跃与

强劲。 换言之, 现代法治立场下习惯、 伦理的强制力势必弱于制定法, 但习惯法对乡村社

会的影响力仍旧十分显著。

笔者在调查中还发现, 在家庭矛盾的调解中, 尤其是婚外情引起的暴力冲突甚至伤害

事件, 人民调解特别是村级调解员往往还是基于乡村社会 “面子” “忠贞” 的行为逻辑容

忍甚至助长这一行为。 例如笔者在为当地提供法律咨询期间, 多名人民调解员讲述发生在

本村的婚外情纠纷, 尤其是存在女方出轨的情形时, 都认为丈夫对妻子施暴具有 “正当

性”。 尽管这可能是出于维护家庭关系的目的, 但如果调解员不进行明法析理、 一味追求

家庭秩序稳定而忽视法律对民间私刑和暴力行为的禁止, 无疑是对法治的违背。 易言之,

过分夸大伦理规范和内生性规范的价值, 将其挺在法律前面, 诸如肯定男尊女卑的陋习、

过分区分血亲姻亲的行为等, 以伦理替代法律、 以内生性规范掩盖法律强制性和禁止性规

定, 则是违背现代法治精神的不当行为。

另一方面, 在缺乏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下, 也存在适用习惯不适当的现象。 在有关如

何适用习惯进行调解的调查中, 82%的调解员认为甄别优良风俗和不良习惯应当以是否得

到群众认可为标准。 例如 D 村村民党某因盖房需要, 在距离张某祖坟较近处挖土, 张某得

知后要求党某赔偿, 遭到党某拒绝, 调解员提出党某在张某祖坟处做场法事以弥合纠纷的

建议。 可见调解员并没有认识到自己提出做法事的建议是违背社会风尚的陋习。 对封建迷

信的支持看起来化解了纠纷, 实际上也是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当行为。

4. 调解结果违背保障权益的法治精神

法治精神是为人们所普遍感知和认同的保护权益、 实现正义的精神。 社会主义法治精

神也是以要求社会主体遵守法律规范为基础, 倡导保障法律权益和法律权威。 然而, 乡村

社会一直以一种务实性的思维和行动逻辑进行着生活和生产, 这种务实性表现为对现实利

益的过度关注以及对结果的重视。 乡村社会的解纷过程在内生规范的影响下也具有务实性

特征。 表现为对于义务的强调和对权利的忽视, “难以在社会生活中形成基于权利的社会

秩序”。① 以及对于现实情境中短期利益实现的追求, 而对法治价值实现与法治精神落实

的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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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卷调查中, 针对调解结果如果侵害群众合法权益该如何处理的问题, 结果显示

40%的调解员认为如果当事人不知晓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他们则默认为当事人同意以

继续推进调解协议达成及履行。 例如 N 镇 D 村的贾某与张某前后相邻, D 村在县政府实

施的村庄办公环境改善工程中扩建了村委会办公面积。 在没有宅基地置换审批的情况下购

买了贾某一半宅基地, 后来贾某因建房与邻居张某发生矛盾。 村集体违规置换宅基地是对

集体利益的侵犯, 而调解员尽管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却搁置处理, 使得法律中的强行

性规范被规避、 禁止性规范被突破。 面对村民贾某严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 调解员

不是保障张某的合法权益, 而是企图帮助村集体掩盖错误和过失。 这种调解思路不仅表现

出对合法权益的忽视, 也是对法律底线和法治精神的严重违背。 笔者调研发现, 基层人民

调解所涉纷争大都依靠调解员的个人魅力和身份权威而解决, 村庄的调解员本身可能就是

村干部。 在缺乏有效规范和惩戒机制的前提下, 以短期的合意达成为主要目的, 忽视当事

人日后可能形成的法律信任危机和负面社会效果。 此种情况下, 调解的解纷功能异化为压

迫性力量促使当事人权益或公共利益遭受侵害。 类似于该案中所反映的, 避重就轻的调解

员利用自己的权威协助掩盖村集体违法行为, 背离了法治建设的基本要求。

针对调解协议履行问题的调查显示, 94%的群众在知晓签署的调解协议侵害自己合法

权益时, 会选择诉讼或其他途径维权。 例如在一起房屋纠纷调解中, 马某成新建楼房在挖

地基时由于回填延迟, 致使邻居马某亮平房出现裂缝。 马某亮并不知道其房屋已成危房,

调解员也未告知其享有的法律权益, 最终以 9000 元的维修费用促使双方快速达成协议。

之后马某亮起诉至法院, 案件一直到二审终结还未事了, 人民调解的介入和调解结果也成

为案件审理的争议焦点之一。 调解不仅没有化解纠纷, 反而引发了社区民众对人民调解实

现公平正义价值的质疑与非议。 申言之, 由于调解中过分追求现实矛盾的解决, 从而忽视

了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 忽视了对法律规范中公平正义、 诚实守信价值的贯彻, 矛盾

的隐患仍然存在。 一旦矛盾再度公开化, 合法权益受损的一方则有可能对法律失去信心。

所以, 这种过分追求结果合意, 忽略法律权利义务的人民调解不仅是危险的, 而且是对调

解机制合法性的损害。

(二) 乡村人民调解中法律适用问题的产生原因

1. 调解员队伍: 维稳大于维权的错误思维与法律知识的欠缺

全面依法治国对所有社会主体都提出了依法行事的要求, 调解员一方面不得不将法律

作为重要依据, 强调不能违反法律的强行性规定。 同时 《人民调解法》 要求调解员履行明

法析理的义务和责任, 将调解的过程和结果以法律规定或认可的方式展现。 但调解员的思

维惯性中最核心的目的与追求是解决纠纷、 稳定秩序, 而非法律规则的全然落实。 尤其是

对维护社会秩序、 保障安定的重视, 即 “维稳胜于维权”。 因此, 调解员在解决纠纷时,

往往将化解矛盾纠纷、 维护和保障当事人权益的制度目的异化为维稳和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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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人民调解制度正义的特殊性决定了其解纷的程序不同于准司法或司法程

序”,① 而是自主性、 群众性解纷活动。 在司法活动中, 法律作为最核心的行为评判标准

和裁判依据进行适用, 法律关系和法律责任越清楚明确对于纠纷的解决越有利, 且整个司

法活动都是围绕着国家法律规范而展开。 但是人民调解作为群众自治性解纷活动则并非如

此。 作为典型的解纷竞技场, 法律、 习惯、 道德话语甚至调解者手中握有的资源都是可以

拿来用的调解资源和评判标准。 以解纷和维稳为核心目标的调解活动并不在意法律规范的

落实是否恰当、 充分, 而是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策略性的调动包括法律规范在内的多种

资源。 另外, 由于目前乡村地区的人民调解往往镶嵌于行政机构或基层自治机构之中, 无

法摆脱行政传导带来的压力, 人民调解员也就承担了维稳、 普法的行政压力。 许多地方将

调解成功、 调解不诉讼等作为调解员考评续聘要求或工资绩效指标, 导致调解员急于追求

在当事人中达成合意, 甚至以各种理由胁迫、 诱使当事人自忍或牺牲权益以息事宁人。 尤

其是一些人民调解员本身是村自治组织的领导, 这样的叠加身份为其借以公共产品供给为

由, 阻碍群众申诉提供了便利和可能性。

调解员法律适用不规范的原因也包括法律知识的欠缺, 尤其是对法治原则及法治精神

的忽视。② 据笔者调查, 调解员的年龄一般在 45 - 60 岁。 其中乡镇层面共三名专职调解

员, 两名为当地完成高中教育的村民, 属于合同制员工。 另一名是接受了函授专科教育的

司法所长。 三名调解员平时除了负责调解纠纷以外, 还负责社区矫正与法律宣传工作。 村

级调解员多以在职村干部、 退伍军人和退休教师为主, 除了退休教师具有相对较高的文化

素养, 只有 20%的调解员接受过高中教育, 初中及以下学历占比 80% 。 笔者调研中还发

现, 由于缺乏对法律知识和法治精神的掌握、 理解, 调解员往往只能倚重习惯规则和道德

规劝化解纠纷。 同时, 调解员不如实记录调解过程往往是自认为只要能够解决纠纷, 记录

并不重要。 加之文化水平限制, 无法用客观、 流畅且符合法律规范的语言表达, 因此不记

录或者套用模板、 裁剪事实则最省时省力。

随着法治的不断完善, 对于纠纷在法律关系上的认定并不困难, 但是调解员由于对法

律知识的陌生以及维稳大于维权的思维惯性, 经常会在调解中轻视对法律规范的阐释, 只

希望当事人尽快缩小认识差距, 进而迅速达成合意。 在对调解员是否会在调解中主动阐述

法律规范的调查中, 44%的调解员表示不一定或不会在调解中详细阐释法律规定。 例如调

研中 H 村何某鹏将废弃电线杆改造为排水管, 由于裸露在外的部分高于路面, 致使开饭馆

的何某辉小女儿玩耍时被绊倒受伤。 调解员多次强调何某辉如果不同意调解协议, 则村集

体将不再配合其某些工作。 另又告知何某鹏, 如果不能接受调解协议, 将依据村民公约对

·852· 民间法 (第 34 卷)

①

②

刘坤轮: 《修辞、 隐科层与软暴力: 人民调解个案解纷策略分析》, 载 《法商研究》 2020 年第 4 期, 第

109 页。
参见陆益龙: 《基层调解与法礼融合的纠纷化解机制—对一起乡村交通事故的法社会学分析》, 载 《社会

科学研究》 2018 年第 3 期, 第 106 - 113 页。



其行为进行公示和宣传。 事实上, 法律对于侵权行为的责任义务规定清晰完备, 调解员如

果能够释法明理、 依法调解, 不仅能够化解纠纷, 还能起到法律宣传和教育的目的。 申言

之, 轻视法律阐释、 依靠强权威压当事人的调解方式虽然能够暂息纠纷, 却与调解机制的

宗旨相违背。

2. 乡村社会民众: 对现实利益的重视及对法律权益的忽视

乡村社会民众对法律的认知及适用法律产生社会后果的考量影响着法律的适用。 从乡

村社会环境的变革看, 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新时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不断对乡村

政权组织和乡村社会环境进行着新的塑造。 “法律下乡成为对乡土社会进行制度整合的重

要命题”,① 法律作为这一新时期最具正当性的行为规范成为评判纠纷当事人行为效力的

重要标准。 同时, 现代传媒技术和城镇化的发展, 以及国家法律宣传活动的深入使得法律

知识和法律服务的获取比较便捷, 村民的法律意识也有很大改观, 法律思维和私权观念基

本能够得到村民认同。 但是在法律适用上村民似乎又显示出矛盾的心理: 一方面肯定了国

家法律的权威性和威慑力, 在纠纷发生后的解纷中主动将法律作为自己的话语资源。 另一

方面又不愿完全依照法律规范解决纠纷, 表现出某种不彻底性。 尤其是发生在村庄社区内

部或亲缘关系之间等特定群体的矛盾和纠纷, 当事人也没有在法律框架内进行权利义务界

定、 法律责任划分以及实施法律制裁的强烈意愿与追求。

除此之外, 部分村民的畏讼心理和对村干部的依赖, 以及对法律内容、 功能的片面认

知也会影响法律实效的实现, “部分农民的法律意识目前仍相对淡薄”。② 虽然经济社会发

展促使村民生活的外向性不断扩张, 但 “面子” “和为贵” “息事宁人” 等观念仍然根深

蒂固, 加上长期以来对于村庄内部权威, 尤其是对村民自治组织干部的依赖或畏惧, 也不

会过于主动的要求严格落实自己的法律权益。

再一方面, 由于生活的交互性和长期性, 村庄内部评价对于乡村民众具有更深刻地社

会意义和伦理意义。 当事人往往也希望通过自己的退让妥协甚至主动放弃某些法定权益,

释放解纷善意和彰显自己的人格魅力, 从而获得社区较高的评价。 这并不违反法律强行性

规定, 但这也给调解员突破当事人的处分权、 自作主张或代为决策等不规范适法留下

空间。

三、 乡村人民调解法律适用不规范的消极后果

“乡村调解具有超越司法之上的意义”。③ 从长远来看, 一方面, 人民调解作为一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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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手段和制度供给, 发挥着解决纠纷和秩序形成的功能, 维护着基层社会秩序的稳定。 另

一方面, 由于部分调解员对达成合意的过分追求和对权益保障与法律价值的忽视, 导致了

对法律的误读、 误用。 法律蕴含的权利、 正义、 自由价值在实践中落空, 长此以往将会形

成对人民调解机制的信任危机, 也不利于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建设。 简而言之, 人民调解

在解决纠纷的同时, 部分调解员对法律的主观解读和错误适用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法律规

范的生命力, 造成法律实践上的困境。

(一) 法律规范的真实目的落空

法律目的实现指的是法律在乡村社会生活中所呈现的定分止争、 确认和维护权益以及

秩序效益和正义价值的实现。 由于人民调解存在的法律错误解读和适用不当, 或者以习俗

代替法律甚至直接规避法律等不规范行为, 表面看似化解了纠纷、 压制了矛盾, 但是也可

能导致法治蕴含的更深层次的维护权益和实现正义目的落空。

调解中法律适用不规范在法治建设的视角下显示出的是: 法律本身的权益保障理念和

正义价值被替换为合意达成和维稳压力, 使得在法治实施体系中, 公平正义的制度目的和

法治原则几近落空。 换言之, 过度主观解读法律规则或对法律规则适用不当造成法律无法

在乡村社会发生有效的规制作用。 同时, 法律在被调解员策略性解读和不规范适用的状况

下, 法律规范所期许的权利保障图景和基于法治建设产生的秩序效益也就无法实现。 从长

远来看, 这种错误还可能引发消极的负面社会效果。 所以, 不管调解员对法律规则的误读

属于有意还是无意, 其让当事人接受调解结果的方式是欺骗还是强制, 都违背了依法调解

的基本原则, 也没有实现人民调解节约司法资源、 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

《人民调解法》 指出人民调解的目的是及时解决纠纷,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及时解决

不意味着简单摆平, 社会和谐稳定更不是意味着压制和胁迫。 “未来选择人民调解的当事

人更多是以法律规范为出发点”,① 化解矛盾纠纷、 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逻辑和重要支撑

是在保障权益和促进正义的价值追求下, 各种社会关系有序运行。 坚持 《人民调解法》 第

三条规定的平等自愿、 不违背法律法规以及尊重当事人权益的调解原则。 但是如果调解员

将自愿调解的原则演化为只要双方达成合意就可以替代法律规范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和法律

责任划分, 进而在调解过程中对法律条文随意解释、 敷衍适用、 视而不见, 使得法律规范

和法治精神无法落实, 法律所期待的社会效果也就无法真正实现。 这不仅不能发挥人民调

解本应具备的灵活处理纠纷, 减少矛盾激化的制度优势, 反而成为诱发矛盾扩大、 破坏社

会秩序长期稳定的因素。 换句话说, 人民调解在狭隘维稳观和法律素养较低的队伍结构等

多重原因作用下, 权益保障和正义价值的实现就会存在遭到忽视的风险, 从而背离人民群

众的期待, 也不利于从源头上形成长期稳定的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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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民调解的制度信任危机

对人民调解的信任体现为群众乐意利用调解机制维护自身权益。 现实中, 人民调解对

法律的不规范适用也会造成制度信任的危机。 调解员在调解中往往会对法律适用的条件和

负面后果进行夸大, 告知当事人搜集法律证据的困难以及启动司法程序的时间、 经济等巨

大的成本代价。 这种策略不仅有一定的客观因素, 也基于乡村社会对司法机制既信任其权

威效力, 又排斥完全适用的矛盾心态。 但是某些显失公平、 忽视基本权益、 违反法律强制

性规定的调解活动也会影响民众对法律规则的正确理解, 降低调解制度的公信力。 长久来

看, 势必会引发民众对调解机制的不信任, 进而排斥人民调解。

事实上, 不规范的人民调解不仅不能切实解决群众的需求, 也不利于建立起法治中国

建设要求的全民守法格局。 根据笔者的调查, 调解员通过压制、 胁迫和诱使手段处理的矛

盾纠纷, 最终大多走上了司法程序, 甚至有的当事人在调解失望后, 险些酿成严重的社会

危害后果。 例如对赡养费用、 相邻关系和婚外情中的暴力行为等方面的错误解读和不规范

适用就在当地兴起一场讨论, 民众对人民调解机制的公平性产生了怀疑, 甚至使群众产生

了 “信法不如信闹” “调解不如诉讼” 的观念。

《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 (2020 - 2025 年)》 明确提出加强权利保护, 推动全社会增

强法治观念, 使人民群众自觉尊崇、 信仰和遵守法律, 有效维护各类社会主体合法权益。

调解的不规范实质上是以牺牲机制公信力为代价的, 也容易背离当事人自愿的特点。 在效

益目的指引下使调解机制不仅具有脱离法律规范约束的风险, 也会减损法治社会建设提出

的依法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的制度效益。

(三) 法治秩序与法律权威的消减

法治秩序是符合法治原则、 价值和精神的社会秩序, 是社会主体在完善的法律制度体

系上有序活动的社会形态, 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目标和结果。 法律的权威是法律的不可侵

犯性以及民众对司法机制的信任。 人民调解作为化解矛盾纠纷的前沿阵地, 如果不能注重

从长期解决纠纷, 只顾迎合考核需求、 注重短期秩序的形成, 则是对法治秩序的破坏, 很

可能导致权力压制权利的局面。

在笔者调研中, 不规范的人民调解对法律规则的误读误用、 漠视调解的程序正义以及

过分追求合意的达成, 不仅造成调解结果明显忽视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最终也会促

使人民调解背离推动法治社会形成的制度定位与价值功能。 如果是当事人周围的熟人不规

范适用法律调处纠纷, 可能也只是法律知识和理解上的具体、 个别、 特殊情况, 对法治秩

序和法律权威的消极影响相对较小。 但是以人民调解名义做出的带有法治实践性质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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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能如此, 尤其是乡镇一级调解员主要是 “基层司法所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工作人

员”,① 除解纷外还具有宣传普及法律知识、 树立法律权威的职责。 而且在乡村社会的认

知里, 人民调解化解矛盾就是法律实践的一部分。 因此, 在人民调解中过分强调法律的制

裁性后果、 随意改变调解程序、 忽视对合法权益的尊重与保障等, 都是消减法治秩序和法

律权威的行为。

四、 法治社会建设中乡村人民调解的未来走向与选择

乡村社会人民调解所反映出的法律实践问题, 大体上可以概括为: 其一, 对于人民调

解这种以自愿原则为基准开展的自治性、 群众性解纷活动是否应该通过法律进行严格规

制, 或者以法治话语进行约束? 其二, 人民调解在建设法治中国的背景下, 如何选择契合

法治建设期待和乡村社会需求的路径。 大多数传统观点是在法治建设不深入的背景下, 立

足于乡土逻辑和自治立场, 表现出对乡村秩序自发性, 以及习俗、 情理等资源的重视。 应

当看到, 在大力推行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建设的时代背景下, 尤其是村民权利意识的觉醒

以及法律规范完善对乡村维权路径和解纷方式的影响, 都使得人民调解必须与法治建设一

体发展, 在法治背景下探讨人民调解的法治化及限度。② 因此, 在法治社会建设中促使乡

村人民调解的运行和发展, 就要强调法律的底线思维, 规范习惯、 情理的适用, 加强对人

民调解员的法律教育和管理。

(一) 强化人民调解纠纷的法律底线思维

法律底线本质上是法律规范所具备的国家强制性和普遍适用性的体现, 包括不得以压

制手段掩盖正义价值的实现。 人民调解机制虽然是依法设立的群众性组织, 但对于法律的

强制性、 禁止性规范和涉及当事人基本权利义务的矛盾纠纷, 必须严格遵循法律规范, 不

能为达成合意而随意变通、 刻意歪曲法律。 首先应建立人民调解与法院对接制度, 调解不

能将及时化解纠纷理解为必须化解纠纷, 有些不适宜调解的案件, 应当及时引导当事人进

行诉讼。 其次建立调解文书的定期审查制度, 严格落实调解员明法析理义务。 再次, 建立

与村 (居) 法律顾问的联合工作机制, 村 (居) 法律顾问对于疑难案件和涉及当事人基

本权利的案件, 需审查调解结果是否遵守法律的强行性和禁止性规定。 最后应当发挥数字

技术的便捷、 透明优势, 尝试聘请退休法官、 专业律师等作为数字调解员, 与人民调解一

同参与调解, 确保调解活动合法高效。

人民调解不能仅仅关注现实矛盾的化解, 还要注重从长远出发保障当事人自由意志、

合法权益以及公共利益。 从法治建设的视角来看, 人民调解的正当性不是合意性而是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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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因此处分权并不是法律规避权, 更非违法特权。 在调解活动中不能仅仅强调纠纷的化

解, 更不能以明显不合法的手段迫使、 诱使当事人达成合意。 因此, 一方面要完善 《人民

调解法》 关于调解程序的规定, 明确当事人享有的平等表达权和开展辩论的必要。 另一方

面, 调解中如当事人对自己的合法权益不明晰、 不知情, 需建立法律风险告知与记录制

度, 详细告知其享有的法律权益和面临的法律风险, 不能默认为当事人同意或以当事人同

意为理由而继续推进调解协议的达成。

(二) 依法适用习惯情理规则化解纠纷

应当看到, “新型习惯法本质上是社会法”,① 人民调解依托习惯和道德情理化解纠纷

是必不可少的, 也正是体现其制度优势的关键内容。 通过笔者的调研, 地方性知识对于维

护乡村秩序具有不容忽视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在适用习惯情理时突破法律的强行性和

禁止性规定, 以道德胁迫和权威压制则严重背离了 《人民调解法》 规定的自愿原则和守

法原则。 依法适用习惯、 情理资源必须遵守法律优先、 习惯补强原则, 注重在法治原则要

求下对习惯等资源的甄别, 将优良习惯制度化为村规民约并明确其内涵。 对于依照习惯规

则和道德情理进行的调解, 应当强化调解员的论证义务, 在调解记录中论证习惯的合理性

及适用必要性。

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下, 单独适用习惯、 情理规则要符合社会主义风尚和法治

精神。 因此要完善权利救济制度, 赋予当事人对调解出现违反社会主义风尚和法治要求的

情形时, 享有驳回权与异议权。 这就要求对待习惯法则和情理资源要结合法治社会和法治

国家建设的理念和需要, 不能认为仅是群众长期实践的结果或得到群众认可就可以在调解

中适用。

(三) 加强人民调解的规范化和专业化建设

在针对群众、 调解员和村干部的调研座谈中, 很多调解员都表示随着法治建设的深入

发展, 民众的法治意识逐步提高, 依法调解的需求与日俱增。 完全依照传统的道德规劝、

身份压制不仅很难彻底化解纠纷, 反而会引发群众对人民调解的信任危机, 进而加重诉讼

压力。 所以, 加强人民调解的规范化和专业化是实现法治视野下人民调解新发展的关键因

素。 首先要完善 《人民调解法》。 依照 《人民调解法》 的规定, 县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负

责人民调解机构的监督管理和教育培训, 但并不直接参与人民调解的具体工作。 然而现实

生活中, 人民调解委员会一般都拥有 “政治系统和司法系统的支持、 指导和帮助”,②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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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刘柳: 《新时代枫桥经验视野下的治理法治化———从新型习惯的角度切入》, 载 《东南学术》 2019 年第 4
期, 第 31 页。

钱大军: 《组织与权威: 人民调解的兴衰、 重振和未来发展逻辑》, 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22 年第 2
期, 第 33 页。



乡镇司法所是 “两块牌子, 一套人马”, 基层政府往往也将人民调解纳入自己的行政管理

体制之中, 赋予其化解矛盾冲突、 维护社会稳定的 “准行政机构” 地位。 因此 《人民调

解法》 应进一步彰显人民调解的自治性和群众性特征, 完善市场化运行和调解专业化机

制。 其次, 促使调解员队伍从村干部兼任逐步走向兼具法律知识与调解技艺的独立性、 专

业化调解道路, 摆脱维稳大于维权的调解思维和法律知识欠缺带来的消极影响。

另外, 注重调解员教育培育与日常管理。 首先, 建立和完善调解员职业准入机制, 将

学历条件、 法律素养、 调解技能及群众满意度等作为调解员选拔聘任、 工作考核的重要部

分。 并将岗前培训确定为上岗前置程序, 促使人民调解员积极、 承担明法析理的义务与责

任。 其次, 建立调解督查制度和调解员年度述职、 评议制度, 加强对违法调解行为的防范

与制裁, 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有效追责。 以问责约束机制为核心, 通过调解公开和审查监

管手段, 推动人民调解工作规范化。 最后,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制定调解员培优计划, 充分

利用网络教育、 法院旁听、 典型树立等开展教育培训。 完善调解员级别晋升制度及激励机

制, 以职业归属感为抓手提升调解员工作动力。

五、 结语

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 在全面依法治国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

强化依法治理, 培育全社会办事依法、 遇事找法、 解决问题用法、 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

境。”① 因而, 从基层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使法律成为社会主体行为活动的基本准则, 离

不开发挥人民调解机制在矛盾纠纷调处中的重要作用, 更要求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 应当清醒地看到, 乡村人民调解作为解决矛盾纠纷

的重要方式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 在增强乡村群众的法治观念、 提升乡村社会治理的法

治化水平和实现乡村振兴等方面负有重要的使命。 正因如此, 必须杜绝调解过程中的法律

适用乱象, 防止为案结事了的短期效益而违法调解。 这样的调解不仅不利于提高全民法治

观念, 也不利于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最终会演化为法治中国建设的阻滞力量。 为更

好促进法治乡村、 法治社会和法治中国建设, 乡村人民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必须坚持法律

底线, 认真履行释明法律义务, 积极维护当事人合法权利, 在不违背法律强行规定的基础

上, 综合运用法律、 道德、 习惯和村民自治规则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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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

障》, 载 《求是》 2021 年第 5 期, 第 8 页。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Legal Application of
Rural People􀆳s Medi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on of Rule of Law in China
Ning Libiao　 Zhu Kui

Abstract: People􀆳s mediation is the basic way to resolve conflicts and disputes in rural soci-

ety and an important means of social governance. Although people􀆳s mediation has made impor-

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ety ruled by law, due to the relatively low overall

legal literacy of the people􀆳s mediators, there are still irregularities in the people􀆳s mediation in

rural society, such as wrong application of law and disregard for procedural justice. These phe-

nomena may lead to the failure of legal purposes, triggering a crisis of confidence in the system

of people􀆳s mediation and the reduction of legal author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struc-

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the people􀆳s mediation in rural society must adhere to the modern

standard of the rule of law, adhere to the bottom line of the law, apply the customary, moral and

reasonable norm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expl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ormalized system of

legal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assessment for mediators, and realize the system value of effec-

tively resolving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disput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required by the con-

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society.

Key words: Society with rule of law; People􀆳s mediation; Resolve disputes; Application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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